從哈佛﹑耶魯﹑斯坦福三大名校看美國精英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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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立軍／多年以來﹐在美國的學術界漸漸形成了一種學術標准﹐對真理的認真探索以及道德水准的提高至今仍然是這一標准的核心﹐而這一標准的源頭﹐正是出自于哈佛大學
追求真理的哈佛精英培育法則
哈佛的創辦者是一批從英格蘭遠道而來的清教徒﹐在他們的思想中﹐折射和衍生出一種求真求實的做人態度﹐影響著一代又一代哈佛人﹐教導他們以此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哈佛大學第19任校長昆西曾著重指出﹕“大學最根本的任務就是追求真理﹐而不是去追隨任何派別﹑時代或局部的利益。”
哈佛學子威廉"詹姆斯在1903年開學典禮致詞時說﹕“真正的哈佛是無形的哈佛﹐藏于那些較為追求真理﹑獨立而孤隱的（學生）靈魂裡……這所學府在理性上最引人稱羨的地方﹐就是孤獨的思考者不會感到那樣的孤單﹐反而得到豐富的滋養。”
的確﹐在哈佛﹐真理被擺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位置﹐求學的過程就是求真的過程。不斷地掌握知識﹑探索世界的過程﹐就是不斷接近真理的過程。
“與柏拉圖為友﹐與亞裡士多德為友﹐更要與真理為友。”威廉姆斯"艾米思的這句名言﹑哈佛的校訓﹐為哈佛學子提供了學習和為人的第一准則。可以看出﹐哈佛校訓強調的有兩點﹕
哈佛重視傳統﹐相信在偉大的傳統中有深遠的智慧﹐所以哈佛不大可能出現全盤反傳統﹑全盤反歷史的瘋狂現象。
哈佛強調追求真理是最高的原則﹐無論是世俗的權貴還是神聖的權威﹐都不能代替真理﹐都不能阻止人們對真理的追求。
哈佛大學校徽 哈佛的校徽主體部分以三本書為背景﹐在上面的兩本書上分別刻有“VE”和“RI”兩組字母﹐在下面的一本書上刻的是“TAS”這組字母﹐“VERITAS”在拉丁文中就是“真理”的意思。
幾百年來﹐哈佛大學正是在追求真理和勇于開拓的信念鼓舞之下﹐始終不遺余力地引導學生為理想﹑為實現人生價值進行不懈的追求和奮斗。也正是在這種生生不息的精神熏陶之下﹐哈佛才得以在美國的名牌大學中始終保持著獨一無二的特色﹐從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社會精英﹐在各種領域中做出許多影響重大的貢獻。
哈佛大學塑造的精英之一﹑著名的思想家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曾在一次聯誼會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美國學者”的講演。在演講中﹐他強烈抨擊了美國社會中“靈魂從屬于金錢的‘拜金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勞動大分工使人異化為物”的現象﹐強調人的價值。這一演講轟動一時﹐在民眾中造成了巨大的反響。
要知道﹐愛默生極有可能因為這樣的言論而遭到社會多方人士的指責或抨擊﹐但哈佛的教育給予了他強大的精神動力﹐他覺得他有義務說出事實的真相﹐揭露出社會上存在的不良現象以及人們心中的不良思想。即使因此遭到打擊或不公的待遇﹐也要堅持自己的想法和說法。
他認為﹐作為學者﹐其根本任務便是“自由而勇敢地從事物的表象中揭示真實﹐以鼓舞人﹑提高人﹑引導人”。通過對哈佛“求是崇真”的校園思想的深入認識和解析﹐並以此指導自己的思維﹐愛默生終于創立了自己獨特的思想﹐提出了“依靠自我﹐尊重自我﹐獨立自助﹐崇尚個性”的觀點。
相信你自己﹐在“追求真理”旗幟的影響下﹐追求並堅持你認為是正確的道路。愛默生正是本著對真理對事實的不斷探求﹐不因壓力而違背自己的思想認識﹐才最終樹立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和人格魅力。
哈佛學子心中對于真理的探尋和執著精神﹐同樣離不開其作為領導者的校長對于學校精神的堅持和發揚。
2000年﹐美國哈佛大學遴選校長﹐新卸任的總統克林頓和副總統戈爾被提名。但哈佛很快就把這兩個人排除在外﹐解釋理由是﹕克林頓和戈爾可以領導一個大國﹐但不一定能領導好一所大學﹐領導一流大學必須要有豐富的學術背景﹐而克林頓與戈爾都不具備。
後來﹐原任美國財政部長﹑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副行長薩默斯被挑選為新校長﹐因為他在經濟學研究方面做到了一流﹐是國際知名學者。
雖然薩默斯最後被迫辭職﹐但完全是由于他個人的原因﹕他在學校管理方法和領導作風方面存在問題﹐導致他與同事的關系緊張並嚴重影響哈佛的團隊精神﹐于是哈佛的教授紛紛向薩默斯投下了不信任票。
盡管薩默斯在財經界赫赫有名﹐但在哈佛這個校園裡﹐他不能享有一絲的特權──這是哈佛精神的生動詮釋﹐反對特權﹑崇尚平等﹐無論他的身上有多少光環﹐只要他是哈佛人﹐就要傳承和發揚哈佛的精神﹐如此﹐學生耳濡目染﹐才會深受其思想精髓的熏陶。
也正是經過一代又一代哈佛人對于優良傳統的秉承和不斷努力進取﹐哈佛對于追求真理這樣一個最初的思想﹐最終形成一種學校的傳統精神和培養哈佛精英的重要學術標准和道德標准。
耶魯﹕校園環境影響能力培養
在耶魯﹐校方非常注重校園的學習環境對于人才培養的重要意義。為了培養和提高學子們獨立的思辨能力﹐提供一個自由良好的生長環境﹐耶魯做了以下努力﹕
首先﹐耶魯所設置的必修課相對來說比較少﹐絕大多數學生都能選擇自己喜愛的課程。但是有一個條件﹐學生必須學習一些不同領域的課程。
在美國的高等教育中有這樣一個觀念﹐就是在學生頭兩年的學習中﹐他們需要廣泛地涉獵各種各樣的學科﹐而在後兩年的學習中再確定自己的專業──這和很多國家包括我國的大學在大一剛進校時就讓學生確定自己專業的做法有所不同。
耶魯認為﹐如果剛進大學就分專業﹐那麼學生對很多學科都還沒有直觀的認知度﹐選擇的余地也非常狹小﹐一旦進入一個系﹐就等于為自己找好了一條已經確定的路﹐必須一步步走下去﹐沒有什麼可以探索的﹐空間很小﹐想轉個彎都很難。而讓學生涉獵不同的專業﹐則有利于他們更好地了解自己到底適合什麼﹐並有足夠的時間思考自己該選擇什麼。
其次﹐耶魯大學實行“教授治校”的辦法﹐由教授們組成教授會﹐參與學校的教學和具體事務的決策和管理工作。
耶魯大學的教學力量一直是它引以為傲的重要資本﹐耶魯認為﹐教授當家做主可以更好地保證學術的自由與發展。在耶魯﹐教授們習慣于我行我素﹐各人的教學方式也出現了很大的自由度。
小型的研討班是耶魯課堂上經常見到的學習方式﹐教授們通過這樣的形式鼓勵和激發學生發表自己的想法並努力捍衛自己的觀點﹐而且隨時歡迎學生在課堂上對自己提出問題和質疑。
學術自由帶來的積極後果﹐就是一個學生想往哪個方向發展﹐都會受到教授的鼓勵和幫助﹐只要那是一個合理的發展方向﹐不管你的思維往哪個方向突破﹐教授們都會幫助你﹐扶持你。在你的獨特思維形成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框框的束縛﹐也沒有鎖死的框架﹐沒有人逼著你按照預先設定好的方向往前走﹐也沒有人無端地阻止你限制你。這對于一個人思維素質的培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就像種子在良好環境下健康發芽﹐小樹在自由空氣中茁壯成長一樣﹐耶魯整個校園給人的感覺就是這樣。耶魯的教授一個個都桀驁不馴﹐敢于上書政府﹐敢于批評美國參軍征兵法﹐法學院的教授甚至敢于直面美國國會。這種敢于挑戰的精神和強烈的思維刺激﹐對學生來說是一種極大的激勵﹐使得他們敢于吐露自己的真實想法﹐在學術和為人處世上形成自己獨到的新穎的新思想而不屈服。
第三﹐耶魯大學始終堅持學術的獨立性。為了維護耶魯的傳統獨立精神﹐歷屆校長一直抵觸來自政治和經濟的壓力﹐即使付出再大的代價也在所不惜。
越戰時期﹐美國政府下令﹕凡是自稱以道德或宗教理由反戰者一律不准領取獎學金。當時美國各個名校都遵照政府的指示行事﹐唯有耶魯大學﹐始終不移地堅守著自己學術獨立的陣地﹐仍然以申請者的成績為獎學金的評比標准而無視戰爭和政治的因素。為此﹐耶魯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失去了聯邦政府的一大筆基金﹐經濟上幾度陷入困境。但當時的校長金曼布魯斯特﹐卻在耶魯學子中獲得了極高的聲譽和尊敬。社會的發展需要學生大膽地質疑社會現實﹐敢于向權威說“不”﹐這種“學術為上”﹑“學術獨立”的精神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子們﹐讓他們敢于堅持自己的學術和為人理想﹐絕不屈服。
耶魯提倡討論式課堂授課方式。
一位西方教育家講過﹐大學的本質在于把一群優異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讓他們的創造力互相激勵﹐產生使他們終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裡的博士﹐出了多少專著﹐並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大學的教學如何為學子們創造一種更有成效的互相激發智慧和創造力的環境。
曾經有位在耶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告訴我﹐他在耶魯已經三年﹐竟然一次大課都沒有上過﹐幾乎都是研討班形式的課。這種研討班﹐五六個或十幾個學生與教授圍坐在一起﹐就自己的查閱的資料和思考的結果各抒己見﹐教授只是起引導協調的作用﹐學生的討論才是最重要的課堂內容。這就是所謂年輕人智慧的互相激勵。
最初﹐這位中國留學生十分不適應美國大學的課堂方式﹐學生如此的積極﹐而他幾乎完全只聽不說。結果﹐沒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封教授寫的“委婉”的信﹐信中問他﹐為什麼上課總是不說話﹐有什麼原因嗎﹖這時﹐他意識到自己必須改變﹐也逐步放開自己﹐投入到“熱火朝天”的課堂討論中去。
即使是本科生﹐在聽完教授的理論課之後﹐必須參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研討班。可以說﹐在耶魯﹐研討班貫穿了大學教育的始終。
我們可以看出﹐在這樣的環境下﹐每個學生的角色已經不僅僅是受教育者﹐而同時是教育者。學生不僅有學的義務﹐更有為他人﹑課堂討論貢獻智慧﹑交流所得的壓力。並且﹐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能讓不同背景的學生將各自的不同階層﹑種族﹑文化中的經驗帶進課堂﹐社會各個集團的思想在這裡交鋒﹑整合﹐使學生接觸到更多元化的信息和知識﹐培養了多角度的思辨能力。這樣的方式讓學生在畢業後很快融入社會﹐為社會﹑國家貢獻他們的智慧﹐同時也為社會的融合和穩定提供了部分基礎。
斯坦福﹕敢于挑戰﹐勇于冒險
斯坦福大學校長約翰"亨尼斯在談到斯坦福的辦學理念時說道﹕
“我們的理念是要追求新的知識﹐推動我們的學業與學生進行交流﹐因為我們不斷地進行研究﹐不斷地進行教育﹐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個財產就是要雙方都達到優秀﹐在教和學方面相互影響﹐而且都達到杰出的效果﹐這是我們大學的一個理念。”
而對于這個理念具體表現在哪裡﹐亨尼斯是這樣說的﹕
“斯坦福最有特點的﹑區別于很多世界其他大學的就是它有不斷冒險的精神﹐在教學和研究方面都有這樣的精神﹐不斷地尋求和探索新的方向及新的理念。”
很多新事物的出現或者新舊事物的更新換代﹐都離不開一些冒險和挑戰的成分﹐如果只是在固有的圈子裡面打轉轉﹐那麼世界對你來說也就只有這麼小了。在斯坦福這樣的校園﹐處處顯露出不斷拼搏的蹤跡﹐也處處充斥著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新鮮空氣﹐身處這樣的環境﹐自然無時無刻不被其影響著。
斯坦福的教育者認為﹐鼓勵青年人自己去發現他們追求的答案﹐不是一種最容易的學習方法﹐但卻是回報最豐厚的一種學習方法。教育能做出的最重要的一條貢獻﹐就是發展學生追求創造性方法的本能和好奇心。
要知道﹐隨著時間的推移﹐學過的許多東西都有可能會被忘記﹐但是一個人對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望﹐對于提出問題和找出答案的能力卻未必會消失。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地區的學校﹐都應當明白這個道理﹐並認真汲取這個經驗﹐因為學生能夠接受到這種教育制度是他們作為教育者的重要職責﹐而學生能否接受到這種教育制度﹐亦是關系到他們自身能否在未來成長為精英的一個重要砝碼。
對此﹐斯坦福大學教授﹑著名的化學家保羅"伯格有著自己的見解﹕“我們每個人都在尋求自己的幸福之路。1980年﹐我在瑞典接受諾貝爾獎時曾說過﹐我是獲得了雙重幸福的人。因為除了諾貝爾獎給我的聲譽之外﹐研究工作本身也給了我難以用語言表達的歡樂──新的發現﹑開創新事業和進入無人涉足過的新領域──這些都使我感到無比激動和愉悅。這種巨大的幸福不僅科學家能夠體會到﹐從事文學﹑音樂﹑藝術甚至商業的人﹐也可能獲得可與之比擬的回報。每一個願意在未知領域裡冒險的人﹐都有可能獲此殊榮。這種冒險極富挑戰性和誘惑力﹐值得我們為之竭盡全力。”
此外﹐斯坦福精英﹑雅虎創始人楊致遠也曾經說過﹕“青年人要有鴻遠的夢想﹐要敢于嘗試。嘗試會有風險﹐但失敗並不值得羞愧。只要敢于冒險﹐你定會前程致遠﹐真正體驗到人生的意義。”
在美國﹐鼓勵不斷挑戰和冒險的學術教育方針並非只針對大學生。很多同學在其青少年時代﹐就開始被灌輸這樣的學習思維。老師對于同學們提出的問題﹐往往不會給予直接的回答﹐他們並不認可學生採用那種不費腦筋的學習方法﹐而是鼓勵他們到有關的書籍中自已去尋找答案﹐此外﹐他們還經常引導學生通過到圖書館查找相關資料或者親自做實驗的方法去尋求答案﹑解決問題。通過這樣的方式﹐學生會在若干時日後發現自己所得到的收益比預想的要多得多。
在進入高等學府之後﹐老師同樣會鼓勵同學們提出超出他們知識和經驗以外﹐甚至是超出老師本人的知識和經驗以外的問題﹐思考那些還未得出答案的問題和事物。
保羅"伯格大學期間成為學校課外科學俱樂部的成員﹐他的老師鼓勵他通過實驗來解決某些與自然界相關的問題。
他說﹕“一開始﹐我只是重復已經做過的實驗﹐隨後﹐我被要求設計新的實驗方法來解決我自己提出的難題。”在成為斯坦福的教授之後﹐保羅不僅自己始終對未知新領域秉持這樣的冒險態度和研究精神﹐對于他的學生﹐也採取了同樣的教育方式。他清楚地了解到﹐在任何時候﹐對于探索未知世界的激情並找出答案的強烈欲望﹐都是一個人向精英邁出的一個步伐。基于這樣的校園文化以及對校園文化精髓的領悟﹐保羅終于成為病毒繁殖﹑侵襲正常細胞並使之癌變的最早研究者﹐獲得了1980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而斯坦福大學第五任校長史德齡﹐還把斯坦福的創建本身看作是不避風險﹑敢于革新的表現。當然﹐在步驟上他卻表現得十分穩妥﹐“在破舊立新之前﹐要把新東西看准。”他常常這樣告誡自己的學生。結果﹐在他治校的19年間﹐新事物層出不窮﹐各項業績都非常可觀。
堅持在教學和科學研究中以挑戰自我﹐勇于冒險為育人法則﹐通過追求知識與技術的不斷革新﹐不斷探索﹐斯坦福以此為基點來培養第一流的學生﹐使得有些斯坦福學子﹐即使在很久之後﹐還流淌著這樣的血液。
造就挑戰與冒險的理念﹐由此便派生出來許多類似的奇跡﹐斯坦福的精神﹐就是這樣被催化﹑被輻射出去的。
這就是為什麼在創校的初始階段﹐同美國東海岸的其他大學相比﹐斯坦福大學只不過是一所名不見經傳的“鄉村大學”﹐但是到了1985年卻被評為全美大學第一名的關鍵因素。屬于“後起之秀”的斯坦福之所以能夠後來居上﹐源于其本身的成長歷程便是一條不斷挑戰自我﹑銳意革新的艱苦創業之路。
（摘自《從十大名校看美國式精英教育》﹐學林出版社2007年1月版﹐定價﹕21.80元）
資料來源：http://www5.chinesenewsnet.com/MainNews/Topics/2007_9_2_8_15_16_977.html
